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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精准扶贫时代 

扶志扶智与乡风文明建设耦合研究 

——以湘西州为例 

胡万军 龙苗英 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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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解决“精神贫困”是关键。扶志扶智与乡风文明建设存在

耦合关系，在后精准扶贫时代二者共同面临着缺少现代乡村产业振兴者、乡村文化积极开发者和乡村治理多元参与

者的困境，其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因此，需要从留住人、培养人、引进人、树立人入手，解决

这些问题。 

【关键词】：后精准扶贫时代 湘西州 扶志扶智 乡风文明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 

2020 年我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从此进入后精准扶贫时代，从绝对贫困的治理转向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建立脱贫长

效机制仍是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但“精神贫困”是实现这个任务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进而影响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推进。本文在文献梳理基础上，对湘西州的扶志扶智和乡风文明建设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二者存在耦合关系，

能共同促进“精神贫困”问题的解决，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1 概念辨析 

1.1 扶志扶智 

“扶”，有“搀，用手支持人或物，使不倒”之意；“志”，有“意向，要有所作为的决心”之意；“智”，有“聪明、见

识”之意。因此，“扶志”指帮助贫困人群维持或重新确立脱贫的决心；“扶智”指帮助贫困人群学习知识，提高智能。前者是

搭建扶贫内生动力的基石，利于被扶贫困人群自强；后者是培养扶贫内生动力的路径，利于促进被扶贫困人群自立。 

“扶志扶智”属于文化扶贫范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便开展了文化扶贫活动，但在 2013年前的文化扶贫主要侧重于“扶

智”。习总书记结合以往的文化扶贫经验，提出了“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的思想。这标志着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培育贫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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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内生动力的阶段。“扶志扶智”蕴含了“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这一论断，有助于帮助贫困群众全面发展。 

1.2 乡风文明 

“乡风”有“乡里的风俗”之意，而“乡”又可通“向”，因此，“乡风”可理解为“趋向某种风气”；“文明”有“文治

教化”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有文化的状态”之意。因此，“乡风文明”可以理解为“农民通过文治教化，自觉趋向某种社会

发展水平较高、有文化的状态”。 

“乡风文明”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被当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而被首次提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乡风文

明”被当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之一。从目的看，乡风文明的核心在于提高农民的精神文化素质。从地位看，乡风文明

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从实践看，乡风文明建设涉及价值体系、乡村文化、社会风俗、行为习惯、治安管理及人居环境等方面，是

主客观相统一的系统性实践活动，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 

1.3 扶志扶智与乡风文明的关系 

不论是“扶志扶智”，还是“乡风文明”，其最终立足点都是“人”。前者指向农村扶贫对象，后者指向全国农民。因此，

从外延看，乡风文明的主体包括“扶志扶智”的主体。但是，这并不是说“扶志扶智”属于“乡风文明”的一部分。“扶志扶

智”侧重于提升单个人的精神文化素养和发家致富的能力，而“乡风文明”更侧重于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当然，这种风气的

形成需要依赖个人。因此，二者是有交集的不同范畴。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扶志扶智”的对象是

“乡风文明”的主体，因此从被扶贫困人群出发，从人出发，便可以发现二者间的关系。“扶志扶智”要培养高素质的农民，以

提高其脱贫致富的能力，“乡风文明”需要高素质的农民，以助力乡村振兴。因此以人为耦合目标、耦合载体，以发展人为耦合

方式，对精准扶贫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完成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双重任务有重要意义。 

2 后精准扶贫时代湘西州扶志扶智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共同困境 

湘西州位于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区，是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和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相对贫困的治

理是后精准扶贫时代的核心问题。扶志扶智给贫困户“输血”，防止贫困户“返贫”；乡风文明有利于提高农民精神文化素质，

形成文明的社会风气，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通过多次调查走访，发现目前湘西州扶志扶智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困境在

于“人”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缺少现代乡村产业振兴者、乡村文化积极开发者和乡村治理多元参与者，其深层原因是我国的城乡

二元结构对立。 

2.1 缺少现代乡村产业振兴者 

产业扶贫是贫困户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推进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乡村产业振兴既为扶志扶智与乡

风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湘西州在农业和旅游业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因此其乡村产业振兴的重点在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振兴现代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乡村地区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 

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大量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专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经验，其特

征主要体现为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但是湘西州缺少符合新型职业农民标准的农民。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

背景下，许多人才纷纷流入城市。特别是青壮年人群的缺失，导致乡村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老年人相较于青壮年，接受新知识

的能力较弱，在职时间较短，对其进行专业培训所需成本更大。另一方面，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这制约着湘西州乡村产业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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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湘西州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14789人，约占总人数的 8.6%，拥有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

的人口为 1655215人，约占总人数的 66.5%。在湘西州的农村地区，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会更低，而拥

有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的人口比例会更高。这不利于农民正确认识乡村产业振兴的价值，进而影响其行动方向与效果。 

2.2 缺少乡村文化积极开发者 

乡村文化包括国家供给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和村社自组织的乡土文化两种类型，前者遵循外部嵌入逻辑，后者遵循内生治

理逻辑，二者皆根植于现代治理转型过程之中。在笔者实地走访的村落中，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分离、类型单一，有一定程度

的形式主义。许多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已年久失修，而且，为了满足硬性标准，一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空有场地而无

具体内核。至于乡土文化，则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逐渐衰弱。许多村民对自己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技艺等都不太熟悉。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应当按照地方乡土文化特色供给不同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促使乡村文化服务和乡土文化相结合。湘西

州拥有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单就民俗文化资源而言，就有土家族摆手舞、哭嫁歌、苗族鼓舞、苗族民歌、苗族银饰锻制技艺、

土家族打溜子、苗族四月八“跳花节”等。此外，湘西州还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自然景观资源。可借《觉醒年代》的成功反

思当下湘西州乡村文化建设现状：湘西的乡村文化建设最大问题不在于缺少“素材”，而在于缺少能将这些“素材”用“活”

的人。 

2.3 缺少乡村治理多元参与者 

乡村治理的关键是要解决人的精神思想问题、人的社会管理问题和人的公共服务问题。在乡村治理中，国家机构是国家主

体，民间组织是社会主体，个人是行动主体。湘西素以“千年封闭，十万大山，百万贫困”而著称，脱贫攻坚的时间紧，任务重。

因此，在精准扶贫时期，湘西州的乡村治理仍由国家主导。这是传统的乡村治理。而要实现从传统乡村治理向多元主体共治的现

代乡村治理的转型，湘西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之下，村民有更强的利益意识，农村地区也存在更多的利益冲突。因此，乡村治理亟需转型。目前湘西州

农村地区的乡村治理的主要问题一方面在于没有一个完成转型的政府，另一方面在于大多数农村民间组织和村民没有参与乡村

治理所要求的意识与素质。乡村治理具有公共性，倘若不成熟的民间组织和素质不够的村民借参与乡村治理谋取一己之私，则会

造成秩序的混乱和公共财产的损失。现代乡村治理一方面需要独立的、成熟的民间组织。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之下，湘西州农村地

区的经济型社会组织比较多，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例如，十八洞村的苗绣合作社、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等等。但是，民非型、自

治型、传统型社会组织发展比较迟缓。另一方面则需要有知识、有责任的村民。农村存在留守村民“老龄化”“幼龄化”的现象。

此外，在村民中还存在“政治冷漠”“信任危机”等现象。 

3 耦合视域下湘西州扶志扶智与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湘西州扶志扶智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共同困境就在于“缺人”。因此，以“志”与“智”扶植为耦合目标，以人才建设为耦合

载体，以留住人、培养人、引进人和树立人为耦合方式，，是解决这一困境的现实选择。 

3.1 留住人 

青壮年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但由于城乡二元对立，乡村一直在给城市“输血”，从而使得自己处于“缺血”的状

态。乡村振兴，特别是贫困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必须留住本土青壮年农民。因为乡村振兴不是使乡村成为“另一个城市”，而

是使乡村成为一个现代化意义上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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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少数民族青壮年农民是湘西州扶志扶智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关键一步。留住本土农民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依靠产

业留住人。大多农民外出务工是迫于生计，在现代的消费体系之下，纯粹的农民很难支付得起社会一般水准的一家的开销。湘西

州农民在 2019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046 元，工资性收入已取代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20 年湘西州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1242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1005 元。因此，只有通过乡村产业振兴，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才有“留住

人”的条件。另一方面，依靠乡土文化留住人。工业文明的发展使得乡村文化在城乡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这就使

得一部分人从内心里拒绝在农村发展。因此，必须充分发掘、利用乡土文化，以文化人，以文留人，应用城市文化补充乡土文化，

增添乡土文化的时代感和“黏性”。 

3.2 培养人 

即便将农村青壮年成功的留了下来，还是存在一个问题：他们的综合素质不适应现代农村产业振兴的需求。湘西州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资源，适合发展特色农业，包括蔬菜、茶叶、猕猴桃、柑橘、中药材、百合、湘西黄牛、湘西黑猪等。因此，需要大力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促进湘西特色农业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要加强科学技术方面的培训，提高其生产经营能力和创新能

力，让其有能力自己富起来，从而改变常人对于农民的看法，真正让“农民”从贫穷的代号变为有尊严、可致富的职业。另一方

面，要加强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可以借助湘西本土的精神文化，如土家族的蛮悍精神、苗族的生态道德观、红色文

化精神等，再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农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总之，要让农民有底气、有志气、讲文明、讲道德，彻底拔除

“穷根”。 

3.3 引进人 

湘西地区经济文化“底子薄”，不能仅依靠本地的农民发展乡村，还需要引进两批人。一是引进科技团队。科技团队往往有

很成熟的发展某些产业的思想和技术，依靠科技团队发展湘西农村地区，能在较短的时期中，形成一系列产业，培养拥有一定知

识技能的农民，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地区的就业问题和发展问题。二是引进特色文化资源的优秀开发者。湘西州现有42个

少数民族，主要少数民族为土家族、苗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除此之外，湘西红色资源丰富且等级高。在这里曾发生许多重大

的历史事件，如“湘西剿匪”“芷江湘西会战”等，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名人，如“贺龙”“李烛尘”等。将这些特色资源保

护好、开发好、利用好，对湘西的乡村振兴有重要的意义。 

3.4 树立人 

需要树立典型，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笔者所走访的村落都举办了类似于“文明家庭”“平安家庭”等评选活动，但这些活

动的效果还不够理想，许多村民甚至不知道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树立典型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从村民的生活中选取典

型。不能光选名人作为典型，还要突出典型的层次性和多样性，要让村民看得着、触得到。这样才可以更好地激发村民的上进心。

第二，要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只有让村民参与到典型人物的挑选中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性。第三，正面典型要和反面典

型相结合。正面典型教村民应该如何做，目的是“拔高”村民，而反面典型是教村民不要如何做，二者缺一不可。第四，要做好

典型故事的讲述工作。在进行典型人物宣传的时候，单纯地介绍人物的生平是不够的，还要将典型的奋斗历程具体化。这有利于

激发村民的信心和斗志，为村民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4 结语 

在后精准扶贫时代，“人”是湘西州的扶志扶智与乡风文明耦合建设的切入点。目前湘西州扶志扶智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共

同困境在于“人”的缺失，其深层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对立，主要表现为缺少现代乡村产业振兴者、乡村治理多元参与者和乡

村文化积极开发者。因此，需要留住人、培养人、引进人、树立人。湘西州的扶志扶智与乡风文明耦合建设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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